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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构想 

刘 勇，李 怡 

(北京师 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文学编年史著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价值的文学 

编年 史都不是原始材料 的无限 罗列，而是 包含 了著者诸 多深刻的 学术思想与 良苦 的学术用心。 

“变中有常”的中国谱 系学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文学编年 史构建的基础理论。我们理 想 

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应该从 中国文学发生历 史性新 变的晚清时代开始 ，一直编写到“现 

代”结束、“当代”开始的时刻。它将 自觉致力于发现被以往诸多文学史忽略的文学细节，并纠正 

以往文学史中存在的一些讹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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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 ，顾名思义也就是 以时间为经、以事件 

为纬的历史记录方式。编年史的写作 ，中外并见， 

既是中国自己的一种传统，也是西方古典时代就存 

在的叙述方式 ，古罗马历史 学家李维 (Titus Livi— 

HS，公元前 59一公元 17年)的《罗马 自建城 以来的 

历史 》、塔西佗 (Tacitus，约公元 55～120年)的《编 

年史》和中国的《春秋 》、《左传 》及《资治通鉴 》等都 

属于著名的编年史经典 。《春秋》被称作是 中国现 

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被誉为是中国古 

代最早的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 

则是我国现存 编年体史 书中影响最大 的一部。而 

文学编年史的写作始于近现代人的 自觉探求 ，历史 

学家陈寅恪建议文学研究不妨借鉴“史家长编之所 

为”，“能尽取 当时诸文人之作品 ，考定时间先后 ，空 

间离合 ，而总汇于一 书。”①我们理解 ，这就是文学 

编年史的主要意义和基本框架 。 

一

、文学编年与“重写文学史” 

近年来 ，随着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研究的不断 

走 向深 入 和成熟 ，学 界 出现 了多部文 学编年 史。 

2006年武汉大学 陈文新教授主编 的《中国文学编 

年史》由湖南人 民出版社 出版 这部著述上至周秦 ， 

下迄当代 ，共分十八卷 ，每卷约 80万字 ，总计 1400 

万字 ，是我 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 ， 

其中於可训主持的现当代部分也是迄今最详尽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通史。在这之后 ，又相继出现 

了张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2012)、钱 

理群 、吴福辉、陈子善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 

史 ：以文学广告为 中心》(2013)、刘福春的《中国新 

诗编年史 》(2013)、张大明的《中国左翼 文学编年 

史 9(2013)及卓如 、鲁湘元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 

年》(2013)等多部文学编年史的著作。而从上述这 

些著作的编辑撰 写情况可 以看 出，随着时代 的更 

迭，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走向深入与成熟，文学 

编年史书写的范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越来越彰显出 

新 的发展势头 ，并有不断升温的态势 。 

那么 ，为什么会 出现这么多的文学编年史著作 

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工程”密切相 

关 。因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本身就是中国现 

当代文学在新时期 以来持续不断的“重写”工程的 

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曾经分 

别在 2O世纪 5O年代 、8O年代、90年代出现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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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高潮 。5O年代是响应教育部将“中国新文学” 

纳入大学 中文系课程 的需要，以王瑶的《中国新文 

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及刘绶松的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为代表 ；80年代伴 随着改革 

开放 、思想启 蒙的大潮 ，“重写 文学史”蔚然成风 。 

如果说唐瞍、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是承 

上启下的成果 ，那么钱理群 、吴福辉 、温儒敏、王超 

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是开拓创新的展示 ， 

其他如黄修已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郭志刚等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 

史》、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朱寨 的《中 

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等构成 了文学史写作的繁盛 

景观 ；90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多元化 ，继续追踪文 

学研究动态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 以及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分别成为了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当代 文学 史著的经典 之作 ，洪 

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则开启关注文学生产体 

制的新格局。进入新世纪之后 ，文学史的写作基本 

上沿袭 了 90年代 的多元化方 向，不断拓展新的叙 

述空间，程光炜 、刘勇等人 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在 

现代文学 3O年 的时间划分上作 了前所未有 的尝 

试，以 1937年全面抗战为分水岭 ，将中国现代文学 

分为前后两大阶段 ；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 

史 》第一次系统勾勒 了雅文学主流之外的通俗文学 

的世界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将中 

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位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 

代初 ，再次说 明了学界对现代文学起 始时 间的重 

视 ；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代表了其从外 

部视角、从作家的“原生态”生活中寻绎文学发生发 

展线索的努力 。另外 ，新世纪以来 ，还出现 了多部 

文学通史 ，如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 中国文 

学通 史 》(2003)、朱 寿 桐 的《汉语 新 文 学 通 史 》 

(2010)、郭预衡 、郭英德等主编 的《中国散文通史》 

(2013)、张炯 、邓 绍基等 主编 的《中 国文 学通史 》 

(2013)等。这些“文学通史”一再显示 出学术界力 

图打通 中国古、近、现当代文学的积极努力，其中张 

炯、邓绍基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全书 12卷 

本 ，时间从先秦一直贯通到 当代 ，体现 出一种融古 

化今的“史诗”风度与气魄，是上述努力的一个集中 

代表。 

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之所以一再“拓展”，一再更 

新 ，乃是内蕴着编纂者试图摆脱“以论代史”叙述模 

式的不懈努力 ，因为多年来 ，“以论代史”的叙事模 

式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编纂者的文学史叙 

述 。因此作为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以来“重写文 

学史”的潮流的继续表现 ，中国现当代 文学编年史 

也和“重写文学史”思潮一样 充满“拨乱反正”的意 

味 ，经过多少年“以论 代史”的干扰 ，我 们对于“文 

学”历史的诸多基本情况 ～作家作品与期刊图书 

版的基本情况本身其实是相当隔膜的，仅仅是 

“论”的展示并不足以揭示文学的历史演进 ，不足以 

还原文学历史的真相 ，“编年史”的价值可能正在这 

里 ，它力求将文学的发展还原为一系列最基本的文 

学现象的素朴 的呈现 ，尽可能真实地告诉我们究竟 

“发生了什么”。《中国新诗编年史》的著者刘福春 

先生曾经感慨道 ，目前 出版的中国新诗著作 ，算上 

全部有名 目的诗歌出版物，也不到他所掌握的数量 

的一半 ，如此 比例的研究基础，实在令人质疑不断。 

所以，从进人中国新诗研究的那一天开始 ，刘福春 

先生就另辟蹊径 ，将主要 的精力置于中国新诗原始 

材料 的搜集 、整理和分析之中，先后为我们推 出了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 目 ·诗歌卷 》、《中国当代新诗 

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 目》等系 

列著作 ，一步一个脚印地为我们积累着中国新诗历 

史的点滴史料 ，2013年 由人 民文学 出版社隆重推 

出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可 以说就是这数 十年心血 

的结 晶，在快要迎来百年诞辰 的时候 ，中国新诗终 

于有 了自己厚重的档案和家谱 ，不能不说这真是中 

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当然，随着当代文学持续不断 的发展，随着现 

代文学领域不时出现对“新文学 主流”、“雅 文学主 

流”、“白话文学主流”长期“独占”历史的质疑，文学 

史写作似乎也m现了一种逾越边界或者说模糊边 

界与范围的可能 ，以致引发了另外一类疑虑 ：仅仅 

只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是否应该不断扩 

大我们的写作面积?是不是 以时间为线索 的编年 

史写作就成了可以收罗一切文学现象的框架? 

其实，正如我们从来也不曾有过放弃主观思想 

认识 的历史叙述一样 ，文学史的写作从来都不可能 

是不偏不倚 、客观 中性的材料 完善工作 ，因为材料 

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真正完结的活动 ，何况对于 

同样的材料 ，如何 挑选 、如何陈述依然 是一种“态 

度”的结果 ，史料与史识 的协调配合才是文学史写 

作的应有之义 。在这个意义上看 ，所谓“重写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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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并不就是叙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新文学扩 

大到旧文学 ，从雅正文学扩大到通俗 文学，从各种 

可见的“地上文学”扩大 到犄 角旮旯里 的“地下 文 

学”⋯⋯编年史的出现也不能够简单理解为是这一 

“扩军”过程的理所 当然 的产物 。 

在我们看来 ，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从来都是史识 

与史实的同时建构 ，对“以论代史”的突破最终依靠 

的并不只是一大堆 的史料 ，同时也需要更坚实有力 

的创新思想 ，更具有启发意义的历史思想。在透过 

新 的思想扩大我们 的认知范畴之后 ，在新的认识框 

架拓展了文学视野之后，等待我们的T作恰恰是回 

过头来 ，切实把握 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历史 内涵与 

特点 ，重新确立现代 文学 的经典 ，重新梳理现代文 

学的历史逻辑 ，重新解释现代文学 自己的传统 。在 

新的历史经典的构建之中，所谓的“多元标准”并不 

意味着毫无原则地容纳一切 ，“多元”并不能够成为 

没有标准的理由。正如温儒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 

“基本的价值标准放弃了，表面上似乎包容一切，结 

果呢，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公说公有理 ，婆说 

婆有理 ，连起码的学术对话 也难 于进行 ，只好 自说 

白话 。过去是一个声音太过单调 ，全都得按照某种 

既定 的政治标准来研 究 ，学术 创造 的通道被堵上 

了；现在则放开 了，自由多了，但如果缺少基本 的评 

判标 准，‘多元化’也只落下个众声 喧哗 ，表面热闹， 

却无 助 于 争 鸣砥 砺 ，还 会 淹 没那 些 独特 的学术 

发现。”① 

最近几年，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有价值的文学 

编年史都不是原始材料的无 限罗列 ，其中显然包含 

了著者深刻的学术思想与 良苦的学术用心。比如， 

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中国诗歌常常受制于各种“非 

艺术”的社会事件 ，包括政治生活事件 ，也包括私人 

生活事件 ，“以论代史”的诗歌史常常是将文学艺术 

注解为一系列国家形势的反映 ，而总是忽略这些 国 

家大事背后 的异样人生与复杂生态。刘福春敏锐 

地注意到了这种缺失 ，所以他的《中国新诗编年史》 

将大量的篇幅花在“文学周边”的一些事件或者活 

动上 ，比如某些文坛官 司的来龙去脉 ，还有不少 的 

作家 日记 ，有张光年 日记、陈白尘 日记 、郭小川 H记 

等等，这些 日记折射 出 当时诗人 的生活状 态和遭 

遇 ，这些表面看来好象跟诗人的创作没有关系—— 

他哪天做检讨了、哪天被谈话 了——但实际上这就 

是真实 的中国诗歌的生存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状态 

中生存下来 的。这都是今天诗歌的生态环境，是当 

代文化 、当代文学 非常重要 的场景。在 这个意义 

上，刘福春先生的编年史其实展示 的又可以说是中 

国诗歌 的生态景观汇编 ，是中国诗歌的生态史 。当 

我们的史家能够将诗歌发展 的生态环境 和作家 的 

文字创作联系在一起 ，寻找两者之间很好 的映衬 、 

说明，我们觉得 的确能够“还原”出我们诗歌发展百 

年来的非常重要的细节 ，而且这些细节带给我们的 

也不再是一些干枯 的文字符号 ，而是 以新的思想智 

慧烛照我们发现历史的道路，是 以论者的思想高度 

吸引我们重新进入历史情境 ，感 同身受地体验 中国 

新诗的时代与氛围。这样的处理和安排 ，显然又是 

一 般的文学史所不容易做到的。钱理群主编的《中 

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不仅仅以副标题 的形式特别标 

明这并非一部泛泛的文学大事记，而是“以文学广告 

为中心”的相当个人化和具体化的历史叙述 ，在“总 

序”中，更有明确的思想提示 ：“更重要 的是，全 书条 

目的选择与叙述，都暗含着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 的 

一 些基本关系的持续关注，如文学与时代政治、社 

会、经济问题的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 

发展 ，等等，都形成 了我们的历史叙述 中的 内在线 

索，看似散漫无序、时断时续，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 

看出其间的蛛丝马迹 的。”“‘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 

是文学史的主体 ，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 

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文学史 

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② 

二、文学编年与文学的价值判断 

从上文的分析 中，不难发现 ，虽然文学编年史 

是大文学史框架下对 于文学脉络的细部清理 和整 

体呈现，是整个文学史建构和文学研究当中最为基 

础的工作，但它却绝不仅仅只是文学史材料的简单 

或者僵化的罗列 ，文学编年史还应该是 目前文学史 

研究最基本的文学发展史料的有机组织 。但 它又 

① 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 2期。 

② 钱理群 ：《中国现代 文学编年史总序 》，《中国现代文 学编年史—— 以文学 广告为 中心(1915 1927)》，北京 ：北 京大 

学 出版社 ，2O13年版 ，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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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文学史论著有所不同。相对而言 ，文学史 

更多是受到某种文学理念甚至是文学外部 的观念 

所支配的，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身在长期以来 

的建构过程当中，就 因为不同文学史观念的影 响， 

呈现 出不 同的面貌，导致了对 于一些作家、作品或 

者文学现象的选择性舍弃或者突出，因此也造成了 

相关文学史在作家 、作 品的价值评 判方面 的巨大 

差异 。 

文学编年史本身 ，当然也有 自己的价值判断 ， 

但它的判断不能直接表现为文学现象的筛选 ，当然 

更不能转化成一系列明确的论述 ，编年史的存在形 

态就是以时间为单位，将某一时间段发生的文学事 

件、产生的文学作品客观呈现出来 。它主要通过文 

献史料本身的整理铺排来展示 文学历史的发展过 

程。从这一意义讲 ，当文学史写作和研究模式出现 

某种“瓶颈”状态或胶着状态之时，重新返 回大量的 

历史事实之中，再寻线索 ，再见逻辑 ，对于文学史写 

作和研究可能就是一种给养和补充 。这就如同对 

于作家的研究而言，作 家年谱 的出现或新版 ，都具 

有重要的推进意义，因为，和一般的作家论及作品 

研究不一样 ，作家年谱不仅注重对于作家个人相关 

史料的铺陈展现，更注重一些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 

的客观陈述 。作家年谱是作家研究最为基础 、基本 

的工作 ，但它的问世却不是最初级的工作 的结果 ， 

恰恰相反，作家年谱的写作，往往标志着一些重要 

作家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我们可 

以注意到，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相应的年谱整理， 

而是在这些作家 的作品本 身得到 了肯定并被不 同 

的观念进行 阐释之后 ，当学术界提 出了更高的要 

求，需要一个更加客观的参照系来重新回首历史、 

反观相关的相关问题和争议，年谱写作的任务才被 

提上议事 日程。这种对于最基础 的材料的回归 ，可 

以说不是一般 的材料的整理 ，而是作家和文学研究 

的再 出发。从这一点来看 ，文学编年史和作家年谱 

写作具有类似的学术功能 ，也是对于文学史写作 的 
一 种深层 的推进 。 

与一般的史料汇编不同，文学编年史依然包含 

着编著者对历史 的理解和认识——虽然不是那种 

长篇大论 的思想定义和概念 阐述 ，却应该包含着或 

者说提示着著者对历史内在逻辑 的理解。只是这 

种理解和逻辑的呈现并不是通过文学史观念和阐 

释来达到，而是更多通过具体的材料本身以及材料 

的有序 、有机排列呈现出来 ，归根结底就是对文学 

“谱系”的一种梳理和解读。 

今天学界对“谱 系”这一概念 的运用主要受到 

西方现代谱系学的影响 ，特别是福柯对于“谱系学” 

的解释。而福柯反对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具有本质 

意义 、连续性的东西，他对 “谱系”的理解恰恰重在 

那些历史背后的断裂性 、差异性和偶然留意那些边 

缘存在和历史本身的丰富性 。“它要发现，真理或 

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 

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 。”①这 固然有助 于我们对 

历史现象丰富意味的重视，但是却也可能导向另外 
一 个后果 ，即历史可能由此被我们理解 为混沌 、迷 

乱的一团，根本没有 寻找规律的必要 。在这方面 ， 

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依然有它值得借鉴之处 。古 

代中国自己也拥有关于谱系的知识，这一知识更加 

注重历史性 、秩序性和考据性 。当然这主要是为了 

加固传统礼教、秩序和价值观 ，如果今天的文学史 

家能够摒弃其中僵化的礼教的价值观 ，汲取对于历 

史“变 中有常”的辩证认识 ，那么我们对历史的梳理 

就可能既注意细节的丰富，又不放弃对历史大方向 

演变的探索，从而确立现代中国 自己的历史谱系理 

论 。在这种观念下 ，就是不把历史 看作无序 的堆 

砌 ，而是承认 在纵横交错 、四方融 汇、相互关联之 

中，有着某种清晰的变化发展 的流脉，留意于这些 

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立体地观照着事物多层面的 

复杂关联 ，方能深刻地揭示着事物 自身的特质②。 

“变中有常”的中国谱系学理念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成为我们文学编年史构建的基础理论。我们 

需要尊重历史过程的种种偶然 、种种 的“变量 ”，需 

要对这些变化的细节作 出尽 可能详尽 的梳理 ；同 

时，处理这些历史材料 的方式又不应 当是漫不经心 

的，对于晚清至 20世纪的文学发展 ，我们显然存在 

① [法]米歇尔 ·福柯 ：《尼采 ·谱 系学 ·历史学 》，苏力 译 ，载汪 民安、陈永 国编 ：《尼采 的幽灵 ：西方 后现代 语境 中的 

尼采 》，北京 ：社 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21页 。 

② 参见刘勇 ：《关于 2O世纪 中国文学谱 系研究 的思 考——兼 论<中国新文学大 系(1917—1927)>的历史 价值 与现实意 

义 》，《北京 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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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理解和观察 ，有必要通过对历史材料 的呈现 

来传达我们 的基本认 识。例如 ，晚清 到 民国前 十 

年，是历史运动变化多端的时期，新与旧、外来与传 

统、白话与文言、雅与俗都在竞相表现，争夺话语空 

间 ，这一段历史 以“编年”的方式呈现出来将最大可 

能地揭示出一个变动 的年代 中国文学曾经有过多 

么不 同的演变可能，也拥有多么丰富的历史 资源 。 

但是，仅仅呈现这些历史材料的丰富就足够 了吗? 

文学史究竟最终是选择 了“新文化一新文学”的道 

路 ，这样 的道路也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 ，在根本 

上说 ，是历史合力最终形成的结果。那么，这些历 

史“合力”又包含 了哪些因素呢?这些因素后来又 

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就不得不特别留意 

历史复杂演变过程之中各种“新质”如何发生 ，如何 

聚少成多 ，如何从偶然 、边缘到必然 、中心的变化过 

程 。这样的“编年”，就能够提醒大家注意历史演化 

过程中那些举足轻重的环节 ，为解释历史 的重大转 

折提供思路 。 

兼顾历史的偶发性 、丰富性与复杂性 同样在其 

他年代得以表现 。例如民国建立以后 ，北 洋势力、 

国民党势力与共产党势力各 自对文学发展产生 了 

哪些影响，围绕这些政治力量的文学形态与文学政 

策如何?在左翼文化发展的线索之外 ，我们的视野 

必须开阔，开阔的视野才能纳入更多的历史现象 ， 

但是 ，再丰富的现象也不能改变左翼文化在事实上 

占据现代文学主体 的历史格局 ；在抗战时期文学的 

梳理中 ，我们一度将注意力完全放在“抗战主题”的 

文学上 ，对于“与抗战无关”或关系较远的现象多有 

忽略 ，这就无法展示抗战之于中国作家的丰富影响 

了。其实，除了主题的抗战 ，真正 的“抗 战”常常融 

进 了作家的日常生活 ，就是那些貌似“与抗战无关” 

的作品，骨子里面也因为“发生在抗战时期”而与这 

段历史密切关联 ，我们有必要在“广义抗 战”的背景 

上尽力呈现这些丰富 的材料 ，同时 ，也 细致地辨析 

中国文学如何通过这一段历史 的考验迈向成熟①。 

当然，这样一来 ，我们也就绝不会认为，中国现 

代文学 的历 史编年 ，只能 以我们 的方式进 行 。因 

为，出于不同的历史认知，当然也就存在不同的历 

史编年模式，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肯定会 

在多种形态的共生与对话中走 向成熟 ，共同推进 中 

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 

三、文学编年的形态与特征 

那么 ，我们理想 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应 

该具有怎样的形态 ，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在我们看来 ，一 部规模足够的《中国现代文学 

编年史》应该从中国文学发生历史性新变的晚清时 

代开始 ，一直编写到“现代”结束 、“当代”开始 的时 

刻 。就 目前学界 比较公认 的时间节点而论 ，就是纪 

事历述 自晚清的 1895年 1月开始 ，至新中国第一 

次文代会 召开前夕的 1949年 6月 ，长达半个世纪 

的文学史实都应该尽力追踪 、描述 。内容包括文学 

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作家行踪 、文学活动 、文 

学思潮 、文学出版、主要文学作品的基本情况等 。 

一 套初具规模 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应该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第一 ，这套编年史应该紧随学界对清末民初文 

学 日渐重视的发展态势 ，因此应将编写的起始时问 

定于 1895年 ，并积极致力于对清末民初文学中一 

些细部史料的挖掘与钩沉。其 目的，一方面在于还 

原清末 民初文学的历史真相 ；另一方面也为清末民 

初文学 的研究者提供真实确凿的文学史料 。比如 

鸳鸯蝴蝶派 ，这是 由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发展而来的 

一 个重要 的文学派别 ，也是被新文学先驱者们痛加 

针砭与批判的一个文学派别。但通过学界多年的 

研究 、梳理已经发现 ，鸳鸯 蝴蝶派并不是像新文学 

作家贬斥 的那样毫无 价值。事 实上 ，《礼拜 六》前 

100期不仅注重作品的质量 ，还在装祯设计上追求 

美观。《礼拜六》杂志是 32开本 ，每册 约 3O至 40 

页。既有一定 的份量 ，又 比较小巧 ，便 于携带 。杂 

志的封面从第 3期开始采用水彩画。前百期《礼拜 

六》封面的水彩画主要出自丁悚之手。丁悚是民国 

时期著名 的画家 ，他 的绘画兼具 中西技法 。他为 

《礼拜六》绘制的封面既表现了深厚 的西画造诣 ，同 

时又具有 中国画传统 的线描功力 ，即使 以今人的艺 

术观点来看，其中不少作品仍不失为珍贵的绘画佳 

作 。从绘画的内容来看 ，以仕女图居多，也有漫 画 

① 参见李 怡 ：《战时复 杂 生 态与 中 国现 代 文学 的 成熟—— 现代 大文 学 史观 之 一 》，《北 京 师 范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学 

版 )》，2014年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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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水画。仕女图是《礼拜六》封面中最有特色的。 

丁悚笔下的仕女 图俊美雅静 ，色彩清丽 ，比起今天 

的某些封面女 郎似乎更少造作之气 。而且丁悚的 

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超越 了古代仕女图仅画仕女 、佳 

人的题材局限，将描绘的对象扩大到现实生活的各 

个层 面，上至太太小姐 ，下至村姑女佣 ，在某种程度 

上再现了民国初年社会生活 中各阶层女性 的生活 

图景。因此这些作品既是精美 的杂志封面 ，也是研 

究民国社会中市井生活的珍贵材料。另外 ，《礼拜 

六》封面上的刊名题字也讲究美观和变化多样 ，曾 

给前百期《礼拜六 》题写刊名 的人 有王钝根、叶中 

泠、吴芝瑛、张聿光、张丹斧、姚雏、王大错、刘海粟 

等。由于从策划到实 际运作都满足 了广大市民读 

者的阅读期待和消费心理，前百期《礼拜六》在民初 

市民文学杂志 中迅速地脱颖而出。发行第 2期销 

数就达一万余册 ，发行第 3期销数骤增至一万七千 

余册，后来销数最高达到了两万余册。在一般文学 

期刊销量仅有一两千册的民初杂志界 ，《礼拜六》真 

可谓鸡群之鹤①。周瘦 鹃在《闲话 <礼拜六 >》一文 

中描绘了当年《礼拜六》深受读者欢迎的场面 ：“《礼 

拜六》曾经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清早 ，发行《礼拜 

六 》的中华 图书馆 门前 ，就有许多读 者在等候着。 

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像清 

早争买大饼油 条一样 。”②现代 出版家张静庐 回忆 

起 自己迷恋小说的少年时代也不由地感叹：“《礼拜 

六》在这 时代 真是再 红也没有 的刊 物。”③由此可 

见 ，当时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并非 只是“高兴 时的 

游戏或 失 意 时 的消遣 ”的工具 (《文 学 研究 会 宣 

言》)，其观念也并非仅仅是“金钱 主义”的④。而实 

际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凝聚着创作者们许多的心 

血 ，是民国时期市 民文学兴起 的重要标志。所 以， 

我们不能简单依赖传统文学史的叙述 ，断定鸳鸯蝴 

蝶派的作 品就是媚俗低级 ，而应该深入其细部进行 

详尽的考量 ，这样才能还其一个真实的面 目。 

第二，这样的编年史应当 自觉致力于发现被 以 

往诸多文学史忽略的文学细节 ，为今后 的文学史编 

纂提供有效的补充与参照。比如在先 前的许多文 

学史中，常常涉猎的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 

出的“民主”、“科学”的概念和他 的“三大主义”，而 

忽视 了陈独秀在其他方面的重要功绩 。事实上 ，陈 

独秀对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提出了诸 多建设性的 

意见 ，如陈独秀 1915年发表的《今 日之教育方针 》 
一

文中对于教育问题的探讨 ，他认为 ：“教育家之整 

理教育 ，其术至广 ，而大别为三 ：一 日教育之对象 ， 

一 日教育之方针 ，一 日教育 之方法。教育 之对象 

者 ，即受教育者之生理及心理的性质也 ；教育之方 

针者 ，应采何主义以为归宿也 ；教育之方法者，应若 

何教授陶冶以实施此方针也 。三者之中，以教育之 

方针为最要 ：如矢之 的，如舟之柁 。不此是图，其他 

设施 ，悉无意识。”文 中还对教育的意义做 了说明： 

“窃以理无绝对之是非 ，事 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 

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 

道无他 ，乃 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 

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 昏惰积弱之民，谋教育之方 

针 ，计惟去短择 长，弃不适以求其适 ；易词言之 ，即 

补偏救弊 ，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外览列强之大 

势，内鉴国势之要求 ，今 日教学相期者 ，第一当了解 

人生之真相，第二 当了解 国家之意义 ，第三当了解 

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 ，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 

巨。”⑤另外 ，陈独秀在《1916年》一文 中，对纲常名 

教进行猛烈 的批判 ，对“尊重个人独立 自主之人格” 

的热情呼吁⑥；在《吾 人最后之觉醒 》一文 中，对 资 

产 阶级民主思想 的大力 宣传，对 人 民积极参 与政 

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 良政府 、闲人政治”的积 

极倡导等等⑦，这些观点都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产 

生 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不 了解这些，就无 法对 

陈独秀其人其事作出全面的理解与把握 。 

第三 ，通过编年史 的撰写 ，我们可以还 纠正 以 

往诸多文学史 中存在 的一些讹误。比如在以往许 

① 参见刘铁群 ：《<礼拜六>：民初市民文学期刊的代表作 》，《广西师 范大学学 报》，2006年第 2期。 

② 周瘦鹃 ：《闲话 <礼拜六>》，《花前新 记》，南京 ：江苏人 民出版社 ，1958年版 ，第 212页。 

③ 周瘦鹃：《(礼拜六>旧话》，《工商新闻》副刊《礼拜六》，1928年 8月 25日。 

④ 茅盾 ：《自然主义与 中国现代小说 》，《小说月报》，1922年第 13卷第 7号 。 

⑤ 陈独秀 ：《今 日之教育方针 》，《青年杂志》，第 1卷 第 2号 ，1915年 1O月 15日。 

⑥ 陈独秀 ：《1916年 》，载 1916年 1月 15日《新青年 》，第 2卷第 5号 。 

⑦ 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 》，载 l916年 2月 15日《新青年 》，第 1卷第 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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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文学史叙述 中似乎 白话文很容易就 战胜 了文 

言文 ，取代 了文言文在文坛上 的位置 ，可是通过对 

资料展开充分 的查找与梳理之后 ，人们不难发现 ， 

实际上 白话取代 文言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据资料 

记载 ，胡适的白话 文运动 ，在提倡之初不仅遭到 了 

梅觐庄 、任叔永等人 的激烈反对 ，而且五 四先驱者 

们 自身对于如何实现“文言合一”意见也并不一致 。 

胡适主张“八不”主义 ，钱玄同则赞 同“纯为 白描 ，不 

用一典”，主张“须老老实实讲话 ，务期老妪 能释”， 

而傅斯年在《新青年 》上发表 了《文言合 一草议 》一 

文 ，提出应“以白话为本 ，而去文词所特有者 ，补苴 

罅漏 ，以成统一之器，乃吾所谓用 白话”，而用 白话 

作材料 ，即“取 白话为素质 ，而以文词所特有者补齐 

未有”。① 如果 我们 不了解这些 ，我们 就很难理解 

为什 么在第一个十年许多新文学作 家在反对文言 

的同时 ，而在其作品中还依然有大量的文言词汇出 

现。以往我们常常将其视为新文学作家一时之间 

还不能更好地脱离传统而存在 ，而事实则是许多新 

文学作家在倡导使用白话进行创作的同时，根本就 

没有 打算放弃使用文言。 

这样 的呈现一方面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在另外 

一 方 面也应该体现编写者 自觉的学术追求 ：编年史 

的书写意图是为了不让那些真实的文学细节湮没 

在历史 中，但只有对历史严肃认真的思考才能有效 

地处理这样 的细节问题 ，否则极有可能会产生以细 

节湮没细节、以历史湮没历史的严重后果 。所以在 

撰写编年史时，我们当尽量追求具体和翔实，也尽 

量做到以最客观的态度呈现一个时代文学发展 的 

原始风貌 ，希冀能够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更为 

完备的讲述方式 ，而不仅提供史 的大型框架 ，更提 

供丰富的真实细节 。 

总之，我们理想中的现代文学编年史应该体现 

新一代学人对于中国现 当代文学历史研究 的新 的 

努力和开拓，虽然任何一种“编年史”也不能做到真 

正的“全面精确”，肯定最终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 

稚嫩与疏漏，但是 ，一个具有 自觉的学科建设意 图 

的努力都会获得应有的回报 ，究竟这样 的努力是在 

我们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成为有意义的一步 ，所有 的 

努力和所有的疏漏一起都能够成为中国现 当代文 

学史研究的新的基础，在不断的借鉴和不断的反省 

批判中实现新的学术突破。 

文学编年史不仅仅是文学历史的编年 ，更是历 

史现场 的探视 ，是历史瞬间的把握 ，是历史细节 的 

感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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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斯年 ：《文言合一草议》，载 1918年 2月 15日《新青年》，4卷 2号。 


